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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 :在人文与科学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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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历史学是中国传统的最重要的人文学科之一 ,但它与同为人文学科的文学和哲学却有很

大的差别。就其学科性质与研究方法而言 ,历史学实兼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特征。本文引证古今中

外的一些实例来证明作者的这一看法。

[关键词 ]　历史学　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

[中图分类号 ] 　Ko No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0257 0289 (2002) 05 0041 006

History : Between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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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History is one of China’s most important traditional branches of the humanities , but it is very much

different from two other branches , namely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discipline and

the research approaches , history display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social science and natural science. This

paper supports the argument by citing some Chinese or foreign , modern or ancient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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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 ,文史哲与数理化分别是最具代表性的文理基础学科。如果以人文与科学的分野而言 ,

前者自然属于人文范畴 ,后者当然算是科学领域。历史学虽然被视为人文学科 ,但在实际上它与文

学及哲学有很大的区别。历史学是有多少材料做多少研究 ,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 ,这与理科的计算

或实验的方法十分相近。历史不能夸张想象 ,一夸张想象便是小说演义 ,入了文学的范围 ,即使传

记文学也不能算是历史。历史研究也不宜过分形而上 ,以作出历史哲学的思考为己任 ,那样做是哲

学而不是历史。不但哲学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 ,即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可看

作是哲学著作 ,只不过是把历史拿来作哲学思维的工具罢了。

往前进一步是哲学 ,往后退一步是演义 (即文学) ,历史正在不偏不倚之中 ,是真正的中庸之道。

这个道就是前面所说是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因此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应该是历史编纂学 ,以史

料为依据 ,复原历史的面貌。这种思想发展到另一个极端 ,就是以史料代替史学 ,即傅斯年所谓的

“动手动脚找东西”。虽然史料不能等于史学 ,但如果没有史料也就没有史学。哲学则无此限 ,凌空

蹈虚 ,一空依傍 ,都是可能的。文学虽有源于生活的说法 ,但文学作品并不就是生活的翻版。驰骋

于天空海阔之中 ,演化为神奇玄妙之事 ,与现实生活相去十万八千里 ,都可以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

所以历史学家不能看“戏说”的影视节目 ,总以为这不是历史。也难以理解历史哲学的结论 ,何以东

方是一个停滞的社会 ? 几千年来 ,不是发展出一个个辉煌灿烂的文明吗 ?

历史的作用也与文学和哲学不同。文学动人以情 ,或令人愉悦给人美感导人向上 ,或使人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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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人愤怒给人勇气。哲学则晓人以理 ,或唯物或唯心 ,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到语言哲学 ,深邃宽广 ,启

人心扉 ,发人深思 ,给人以形而上的智慧。历史可以说毫无表面上的功用 ,简单的比附或影射 ,并非

历史的责任所在 ,那样的功用太过浅薄。资治当然是一方面 ,但对于一般人而言 ,这个作用发挥不

了。历史是无用之用 ,令人聪明 ,发人深省 ,但又不以学术冥思而是以事实为其基础 ,否则就没有生

命力。比较起来 ,历史有点像纯数学 ,只要求解出难题 ,一时并没有明显直接的用处。

历史学的特殊性主要是由其性质与研究方法决定的。对于历史学的性质 ,有几种不同的观点 :

第一种是历史相对主义。这种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 ,其研究结论是相对的 ,甚至认为历史

研究是一种信仰。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在一开头 ,就要求读者具备某种信念 ,才能来读该书 ,则视

历史为信仰了。第二种 ,视历史部分是科学 ,而其余部分归于文学与哲学。李·本森 (Lee Benson)就

以为 ,历史可以作为文学或消遣 ,作为自我认识 ,也可作为哲学 ,作为科学 ;第三种视历史与自然科

学一样是科学。Moton White将历史研究分为 :发现历史事实 ,与作出历史解释两方面。他认为发

现事实不应该受到历史学家本人的个性或世界观的影响 ,作出解释则可能受到不同心理与社会因

素的左右。发现事实的过程则与自然科学毫无二致。事实上 ,在十九世纪中叶 ,自然科学大发展的

时候 ,历史学曾被当成是自然科学来看待 ,而且不以人为研究中心而以物化了的制度为研究对象。

在中国也有与此相似的现象 ,但发生在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192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 ,

设社会科学研究所 ,分为法制、民族、经济、社会四组 ,不久又以历史语言研究的重要 ,设历史语言研

究所。语言学偏于理科或者说偏于科学 ,语音实验与物理学相关 ,也与生理学有联系 ,音韵、词汇、

语法研究都有利用科学方法的地方。但历史学历来被当成是人文科学重镇 ,何以两种不同学问放

在同一个研究所里 ? 这说明当时人对历史学的态度与过去大不相同 ,不是简单地以文献材料来实

现编纂历史为重任 ,而是要寻找新材料以验证旧有的传世的文献是否可靠 ,以新的科学手段获得的

材料来建设新的历史学。于是一时间考古学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 ,成为一门近似自然科学性质的

新学科。其次是不但将历史学设定于复原历史原貌的位置 ,甚而将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二重证

据法成为学者们判断历史研究是否正确的准绳 ,书斋变成了实验室 ,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 ,有十分

材料出十分货 ,没有材料不出货。而所有这些材料指的都是实物而不是传世文献。考古发现变成

历史学前进的动力 ,纯粹文献考证被看成是冬烘行为。可见当时不将历史学与一般的人文社会科

学作等量齐观 ,而是当它是一门近似于自然科学的学科了。

当然许多历史学家不认为历史学是发现事实的学问 ,他们在谈到历史学时 ,都是以作出解释作

为判断其性质的标准 ,例如按照历史浪漫主义代表克罗齐的说法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胡适也说

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即使是在史料即史学思路占统治地位的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

研究所里 ,也有人是以解释历史为己任的。时任该所第一组组长的陈寅恪 ,一直受到许多人的误

解 ,以为他是擅长于历史考证 ,以复原历史面貌见长 ,其实不然。他往往是心中先存一个预设 ,然后

调动历史材料来为证明这个预设服务。例如为了说明“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 ,

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这个道理 ,他力图证明唐初还有“关陇集

团”的存在。但后来经过几位学者的缜密考证 ,认定唐初已经不存在所谓“关陇集团”,因此与之相

关的结论是靠不住的。尽管如此 ,解释历史的任务一直是许多学者追求的目标。还有的学者进而

认为不寻找原因就不要研究历史 ,甚至认为不研究规律与原因 ,就是假历史。但是也有许多西方历

史学家认为 :历史虽然是有规律性的 ,但是目前探索这种规律性的时机还不成熟 ,历史学家现在所

要做的是研究具体问题 ,弄清基本事实。

有的中国学者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认识问题 ,不但对于历史 ,而且认为 ,对于所有学问 ,其首要目

的都是究明事实真相。章太炎曾说 :“学以求真 ,不在致用。用以济民 ,不在干禄。”就是这个意思。

近人竺可桢也说过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 ,不计利害。”学术研究应该首先作求真的工作 ,而不先

问其有用与否。虽然研究应该有为现实服务的必要 ,但如果只单纯强调致用的目的 ,而忽视为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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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学术的追求 ,其结果必然使学术的正常发展受到阻碍 ,而流为对症下药的技术性的小道。十五世

纪以来中国科学的发展落后于欧洲 ,未始不是过份追求实用目的的结果。这点在当代已经成为越

来越多的人的共识。所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其吸引人之处显然不是其

实用价值 ,而是藉此显示了人类高度的智慧。推而广之 ,一切学术研究也都应该既注重实用目的 ,

也关心该研究对学科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在历史学方面也可以只问事实 ,而不考虑理论或模式 ,

这样的历史学就与其他科学相去不远 ,因此有人甚至说 ,没有理论历史照样发展。

当然发现历史事实时也可能受主客观的影响 ,因为发现历史事实主要依据历史文献 ,这些文献

在原始状态时就可能被有意地歪曲或纂改 ,这是主观方面的。在客观方面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 ,人

们对人类社会活动的纪录总是有选择的 ,例如在中国主要是记载帝王将相的政治活动 ,而不及一般

的社会事件。而且与历史上所发生的所有事件相比 ,能够记录下来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偏

颇的记载 ,经过长时期的消磨 ,能够流传至今的就更少了。尤其因为历史学家著史的出发点不一 ,

所要保留的不是所有历史事实而是他认为重要的东西 ,如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并不纯为简单

记载史实 ,所以有所选择 ,有所弃取 ,他虽为秦始皇立本纪 ,但对于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如何划分全

国的行政区划 ,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郡置守、尉、监。”至于这三十六郡是那一

些 ,如何分布 ,始终不及一语 ,以至后世学者为了复原秦郡面貌而长期聚讼纷纭。除了史料残缺的

遗憾外 ,还有记载矛盾的现象 ,这种矛盾现象有时使历史学家们手足无措 ,或者急于弥缝调和这一

矛盾 ,或者简单地判断某一记载为误载 ,进而草率修改原始文献 ,以符合自己的解释。所以将历史

完全当成自然科学也有相当的困难。但如果走到怀疑主义的极端 ,认为一切史料都不可靠 ,视求真

为不可能 ,则无异于取消历史科学。其实史料的不可靠相当一部分是牵涉到对臧否历史人物的史

实方面 ,至于典章制度方面 ,则仍有求真的可能。对于人事活动由于种种原因不免多有歪曲粉饰 ,

但对于典章制度保留下来的多数是可以复原的真象。甚至对于与人物的评价有关的史料 ,也可以

通过其各种不同来源的对比与考订 ,而求其真。

求真的历史学与科学虽相去不远 ,但还是有一个重大的差异 ,那就是历史过程无法重复求证 ,

如同实验室那样反复实验。虽然马克思说过 ,历史事件往往出现两次 ,一次以喜剧的形式而另一次

以悲剧的形式。但这只是一种巧喻 ,在事实上 ,历史不可能重复。不过在自然科学方面 ,地质史 ,物

种进化 ,天文现象也是不可重复的。所以就这点而言 ,历史与这些学科其实也有相似之处。消失了

的古代社会不但可以从考古与文献去得到证实 ,而且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复原。这时所用的手段

就是以用空间代替时间 ,用共时的存在来求证历时的过程。或曰通过空间的并存性来推断时间上

的演化序列。因为追求解释与复原真象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有人认为历史学应该分为历史哲学与

历史编纂学两部分。大部分历史学家所从事的正是历史编纂学的工作 ,而少数历史学家做的是历

史哲学的研究。其中之皎皎者如汤因比虽然受的是狐狸式的训练 ,但所做的研究却是刺猬式的成

果。其《历史研究》企图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历史进程的规律性 ,虽然举出许多例证 ,但仍然不

以历史事实为最后的依据。在插图本《历史研究》中 ,他以不无嘲讽的口气数落蒙森与兰克时代以

来 ,历史学家对复原历史面貌的努力 ,而对有人批评威尔斯的《历史大纲》存在史实错误却不以为

然。他嘲笑“某些历史教师将他们的研究班故意称作实验室 ,对独创性的工作 (original work)这个术

语的含义 ,他们也许并非是有意识地、但却是相当肯定地限定为发现或核实某些事实以及某些先前

未能确认的事实。”换句话说 ,为了解释的需要 ,他不但可以忽略一些不重要的史实 ,也可以宽容某

些与史实有悖的研究。甚至于他自己的研究也是以解释为主 ,而不是以核对史实为先。虽然后来

汤因比也强调他有许多例证 ,只是在简写本里头被省去而已 ,但他是以解释历史为己任 ,而不是以

复原真实为目标却是人所共知的。

中国古代虽无今天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家 ,但如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

言”,也带有追求历史哲学的味道。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通过《史记》里的“太史公曰”来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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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历史学家以他为榜样 ,也有论、赞、评或“史臣曰”之类来表述自己的历史见解。也就是说 ,

在中国古代的史籍里有史有论 ,亦即有历史事实的编纂与史家本身的评论。而在中国当代 ,则曾

发生过史论之争。所谓史 ,大约即是复原历史真象 ,所谓论 ,则近似于历史哲学 ,或曰对历史作出

解释。那么历史学到底应该是论还是史 ? 其实所有历史学家心里都很清楚 ,如果没有历史事实

作基础 ,则解释历史就失去了依据 ,但纯粹的追求历史真实性 ,在当时又被视为烦琐考证。于是

冠冕堂皇的结论是以论带史 ,也就是说用解释历史的龙头去带动复原历史面貌的研究 ,但这一口

号只是表面上的动听而已 ,在实际上则变成以论代史 ,甚至置史实于不顾 ,而堕落为为政治目的

服务的影射史学。到目前为止 ,对历史学性质的讨论并没有结束 ,或者两分法依然有其作用 ,历

史哲学与历史编纂学可以各行其道 ? 而历史编纂家应该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 ,能否将历史解

释清楚则让另外一些人去作。或者说 ,历史学家不妨作科学的研究 ,而让历史哲学家去做究天人

之际的探索 ,或者说去作人文方面的张扬。

除了历史学性质的讨论 ,从相关学科的性质也可以看出历史学的中庸状态来。地理学在中国

古代是历史学的附庸 ,蔚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大约可以以明末《徐霞客游记》与王士性《广志绎》的出

现为标志。地理学既不是单纯的人文学科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 ,而是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之间的学科。考古学也是从历史学分离出来的 ,在中国 ,这一分离不到百年的历史 ,在世界上也只

有一百多年而已。考古学的发展已经与通常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不同 ,形态学与地层学的研究已经

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 ,更不用说以各种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手段来进行年代鉴定的工作了。

未曾从历史学分离出去而已经具有自然科学性质的分支则有年代学。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

学有四把钥匙 ,即年代、地理、职官与氏族。可见年代是理解历史的重要关键。尤其是对上古史而

言 ,年代的确定几乎是甄别史实的唯一途径。例如 ,我们常常怀疑 ,为何秦始皇在消灭六国统一天

下之后 ,独独要留下一个卫国 ,让其苟延残喘至秦二世。最近日本学者通过对先秦年代的研究才弄

清卫国其实也在秦始皇统一过程中被消灭 ,史载其存续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 ,纯粹是年代方面的

错误。至于近三年来 ,轰轰烈烈进行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则更为明显地展示着年代学的研究手段

完全不是昔日的纯粹文献考证 ,而是综合考古学、天文学及物理学方面的碳 14测年等手段。其中

天文学需要推算行星位置、日月位置、排算历谱 ,完全是自然科学的内容。

那么从历史学当中分离出了某些自然科学性质的独立学科以后 ,历史学是否变成纯粹的人文

学科了呢 ? 不然。即使是从文献学的考证来讲 ,其所使用的方法完全是科学的方法 ,光凭这一点 ,

就很难将历史学与文学或哲学等同起来。而使用科学手段来复原历史面貌并非从现在始 ,至迟从

清代中期钱大昕就已经揭橥斯义了。

一般以为 ,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是因为当时文网綦密 ,文字狱大兴 ,文人动辄受祸 ,只好躲入考据

的防空洞中。这种思路只看到了表面的现象 ,虽然不错 ,但还不够深刻。其实任何学术的发展都有

其内在理路。一门学问按照原来的路子不断发展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顺利发达 ,但并非永远都

是坦途 ,而是要经过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而且有些学术的发展看来似乎倒

退 ,其实却是迂回前进。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又到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 ,正是这一情形的反映。

中国经学的发展有两千年的历史 ,但到清代却出现了注重小学的回归 ,一切从识字始 ,如果字识错

了 ,过去对经典的阐释就不但等于白做 ,甚或比不做还坏。多亏王念孙父子及段玉裁等人的努力 ,

才使后人对两三千年来的经典有全新的认识。史学的发展也是如此。虽然早在唐代的《史通》一书

中 ,已提出史德史才史识的问题 ,但那主要是对有意歪曲史实 (如魏收的秽史) 、缺乏能力反映历史

原貌与不能正确解释历史作出批评。但对于在史料有误 ,史料有阙的情况下 ,如何复原历史面貌并

未提出任何的解决办法。对于历史资料的批判性的利用以及对于利用残缺不全的史料来复原历史

面貌 ,直到清代中期才得到方法论上的突破。这当中 ,以钱大昕为代表的史学家的贡献最大。

钱大昕既不言儒家修齐治平 ,亦不涉孔孟内圣外王 ,治学不谈空头理论 ,不讲发展规律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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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史学中的春秋笔法也很反感。他以一人而兼通律算、音韵与金石、史学等多方面的学问。

律算是纯粹的自然科学 ,音韵学也近乎科学 ,因此他所治史学 ,也纯以科学方法 ,将订正史实 ,亦

即复原历史面貌作为终极目的。而订正史实则以清理考订史料为依归 ,并且以金石材料、地理形

势等为参照系来印证传世文献的可靠程度 ,因此可以说他是后世“史料即史学”一派的鼻祖 ,也是

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的先驱。为了说明其研治史学的科学性 ,我们必须举一些具体的而且

浅显的事例。

例之一。《后汉书·光武纪》载 :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十三国 :广平属巨鹿 ,真定属常山 ,河间属

信都 ,城阳属琅邪 ,泗水属广陵 ,淄川属高密 ,胶东属北海 ,六安属庐江 ,广阳属上谷。”这条记载说的

是汉光武帝时 ,将西汉十三个小王国取消了 ,将它们并入邻近的郡。唐代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

作注释 ,对这一段话表示不解 ,说数数上述文字中所列的小国 ,只有九国 ,那来的十三国 ,说十三肯

定是“误也。”千数百年来 ,读过此书的人不知凡几 ,没有一个人能说明白到底错在哪里。到了钱大

昕 ,才破了这个谜 ,指出光武帝所省并的既不是十三国 ,也不是九国 ,而是十国。那段文字应该改成

这样 :“省并西京十 (三)国 :广平属巨鹿 ,真定属常山 ,河间属信都 ,城阳属琅邪 ,泗水属广陵 ,淄川

(属) 、高密、胶东属北海 ,六安属庐江 ,广阳属上谷。”只去掉衍出来的“三”与“属”两个字 ,就豁然贯

通了。但这并不是钱大昕想当然的结果 ,他是有根据的 ,他对照着《续汉书·郡国志》读 ,才读出毛病

来。该《志》北海国下说 ,省淄川、高密、胶东三国 ,以其县属。《志》在另一处又说 ,世祖 (即光武帝)

省并郡国十。因此钱大昕才肯定《光武纪》的记载错了 ,并指出错在那里。而且从地理形势看 ,淄川

国近渤海 ,高密国靠黄海。两国不相邻接 ,不可能有废淄川属高密的事发生。

例之二。东晋南渡以后设置许多侨州郡县 ,以安置北方移民 ,这些州郡县都以移民的原居地

为名 ,也就是说一时间在中国南北方有许多完全同名的州郡县 ,如北方有青州 ,南方也有青州 ,北

方有兰陵郡 ,南方也有兰陵郡。到了南朝刘宋时期 ,为了使南方与北方的同名州郡县区分开来 ,

就在南方的同名州郡县上加上一个“南”字 ,如南青州 ,南兰陵郡等等。但唐朝人写《晋书》时却以

为东晋一开始就将侨州郡县加上“南”字。这个错误从未有人觉察 ,等到钱大昕读《晋书》时才破

了这个千年之谬。离东晋很近的唐初不了解东晋的制度 ,倒是隔了很远的清代学者才弄清其实

质 ,这不能不说是科学精神的胜利。也许有人要说 ,加不加这个“南”字 ,似无关紧要。其实不然。

东晋王朝偏安一偶 ,为了争取北来移民的支持 ,必须让他们觉得这个政权的基础仍在北方 ,仍在

他们身上 ,因此不但免去他们的赋税 ,而且还要以移民的原居地命名他们的新居地 ,使他们效忠

偏安王朝。所以其时南方与北方同名州郡县加不加“南”字有其政治目的 ,不是随意之举。钱大

昕读出《晋书》此误 ,于理解历史发展过程显然有用。推而广之 ,一切史料必须正确 ,才能用于解

释历史 ,否则岂不是盲人摸象 ?

例之三。在钱大昕所著《廿二史考异》中 ,指出当时通行的《汉书》中的年代、封号、地望的错误

有十六处。但时人对他所指出的这些错误是否靠得住并没有把握 ,后来北宋景　本《汉书》重现于

世 ,才发现钱大昕的考证全是正确的。这种有点神乎其神的研究 ,对钱大昕而言并不是只有上述几

例而已 ,而是贯串于他的大量著作之中。其原因不是别的 ,就在于他的考证是在严密的合乎科学精

神、逻辑推理的情况下作出的。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人 ,如赵翼 ,如王鸣盛 ,就没有这一研究能力。后

人不察 ,总把这三人相提并论 ,以为史学三大家 ,其实赵、王二人与钱大昕之水平相去不可以道

里计。

除了做文献的考订以外 ,钱大昕还长于金石学 ,收集鉴定了大量的金石拓片 ,在此基础上并以

金石文字来订正传世文献的讹脱。例如以北京出土的辽蓟州刺史李内贞的墓志 ,补正《辽史》的列

传与《百官志》。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源头之一 ,因此钱大昕的做法实际上开启了后来以考古学

成果促进历史学发展的先河。后来王国维提出两重证据法 ,其源头应溯至钱大昕身上。

钱大昕在律算方面的成就也为时人与今人所佩服。他在音韵学方面致力于古声母的研究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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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条与前人只重视韵部的分合不同的路子 ,光提出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这一颠扑不破的结论

就足以使他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彪炳千秋。也许正因为钱大昕也长于律算这样的比较纯粹的科学 ,

也能从事语言学的研究 ,因此使得他的史学研究也服从于科学的思维与逻辑的理路。因此如果我

们说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道路是从钱氏始 ,大致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近代化不但表现在研究方法上 ,

也表现在研究对象方面。前此的中国历史学一方面是历史事实的编纂 (是否符合事实是另外一回

事)与评论 ,另一方面是对以往史籍的注释与补苴。但是以科学方法对以往的史籍作全面的考辨订

正 ,则从钱大昕始。

中国史学领域上的这一巨大的变革 ,是与其他学术的发展同步的 ,如上面提到的小学。地理学

的现代化则稍早 ,于明末已经开始。这一方面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理路所致 ,另一方面未始不受外来

的学术影响 ,这种影响就来自西方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钱大昕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他针对中

国学术何以落后于西方时说 :“欧逻巴之巧 ,非能胜乎中土 ,特以父子师弟世世相授 ,故久而转精。

而中土之善于数者 ,儒者辄訾为小技 ,舍九章而演先天 ,支离附会 ,无益实用。畴人子弟 ,世其官不

世其巧。问以立法之原 ,漫不能置对 ,乌得不为所胜乎 ? 宣尼有言‘推十合一为士’。自古未有不知

数而为儒者。中法之绌于欧逻巴也 ,由于儒者之不知数也。”在这里钱大昕将中国学术不如西方归

咎于数学的落后 ,实际上即是批评自然科学的落后 ,影响了中国士人的思维。他自己正因为重视自

然科学方面的研究 ,也同时改变了史学研究的面貌。

在钱大昕之后 ,将求真作为历史研究的真谛 ,遂蔚为一种风气延续下来 ,清末民初的王国维 ,二

三十年代以降以傅斯年领头的史料学派都是这一风气的代表。而且不但中国学者如此 ,在研究中

国历史的外国学者中也同样花了大量功夫在史实的考订。这里也举一例为说。在《汉书》中有两条

互相矛盾的记载。其一是《昭帝纪》:“元凤五年⋯⋯罢象郡 ,分属桂林、 柯。”其二是《地理志》日南

郡下注曰 :“故秦象郡 ,武帝元鼎六年开 ,更名。”依第一条记载 ,从秦代直到西汉中期的昭帝年间 ,象

郡一直存在 ,其领域大概跨桂林郡的西部与 柯郡的东部 (大约为今广西贵州一带) 。但依第二条

记载 ,则象郡只是秦代的郡 ,其范畴从广西一直到今越南中部地区 ,到汉武帝开广三边时这一地区

归属汉朝所有 ,将其改名为日南郡。这两条矛盾的记载不但是中国秦汉史上的一个大问题而且与

越南早期史有很大关系 ,亦即秦代是否已经统治到今越南的北、中部地区。因此法国学者在二十世

纪初 ,就对这个问题展开研究。马伯乐认为前一记载是信史 ,鄂卢梭以为后一记载可靠 ,两造相持

不下。随后的数十年间 ,参与讨论这一问题的人不少 ,但都无有定论 ,有时只好两说并存。我自己

在研究西汉政区地理时 ,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只好硬着头皮钻下去 ,而后终于解开这个死结 ,结论是

秦代的象郡一直延续到西汉中期元凤五年 ,其范围在今广西贵州间 ,与越南没有关系。日南郡是汉

代新开拓地区 ,与象郡无关。这一观点发表至今近二十年 ,尚未出现商榷意见 ,大约因为其研究过

程达到了逻辑方面的自洽。

由此项研究以及前述的日本学者的先秦年代的研究 ,我深深体会到解决历史本体的问题并非

不重要。但如果没有这项研究作为前提 ,史学本体的探索恐怕只能是无源之水与无本之木。其实

任何历史研究的前提都是恢复历史原貌 ,问题在于你所复原的是否为真实的面貌。最近出版的《剑

桥中国秦汉史》,为了说明西汉政治史变迁的内在理路 ,特意制作了六幅西汉不同历史阶段的地图。

这个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如果你要想说明吴楚七国之乱的背景 ,你不能不了解叛乱七国的

地理形势 ,及出现这一形势的原因 ,对其他阶段的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问题在于 ,这六幅图当中 ,

除了最后一幅取资于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正确无误外 ,其余几幅都是错的。以此错误

认识而求正确解释历史 ,实无异于缘木求鱼。但应该说 ,剑桥史的作者的追求历史真相的方向是令

人赞赏的 ,在此之前 ,无论中外 ,在研究西汉这段历史时 ,都没有过这样精细的探索。

本文的篇幅基本上贡献给历史学方法的讨论 ,但是历史学是以社会的人 (不是生物的人 ,作为

生物的人是由生物学遗传学心理学等等属于自然科学部门的学科来研究的)及其相 (下转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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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焉能事鬼 ?”,“未知生 ,焉知死 ?”,表现出他对鬼神

的存在和人死后的生活问题采取审慎态度 ,但是孔子

仍然谈论“畏天命”和“守死善道”,这表明出孔子持一

种理想主义的生死观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这是一种

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精神。孔子多次谈到君子为道而

死 ,死得其所 ;子曰 :“朝闻道 ,夕死可矣。”(《论语·里

仁》)曾子曰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

己任 ,不亦重乎 ?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泰伯第八)子

曰 :“笃信好学 ,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微子去之 ,

箕子为之奴 ,比干谏而死。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

(《论语·微子》)

现在我简要地概括中国儒家关于罪和恶及其解救

的观点 :君王作为天子受命于天 ,君王的使命是治理好

国家 ,使人民安居乐业 ,生活富裕。如果君王无道 ,使

天下人陷于贫困之中 ,这就是获罪于天 ,上天赐给他的

禄位就会终止 ,改朝换代的革命就要发生。只有知天

命的人才称得上君子 ,君子的使命是守死善道 ,辅助君

王治理好国家 ,即使为此献身也在所不惜。恶主要是

由苛政造成的 ,去除恶要靠人为的努力 ,但这种人为的

努力以“知有命而信之”的神圣使命感为支撑。儒家虽

然不离开现世 ,虽然不像基督教那样主张只有靠耶稣

的拯救才能赎去原罪和克服恶 ,但儒家的政治哲学和

道德哲学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本体基础上的 ,表现出

中国儒家所特有的宗教精神。

[责任编辑　晓　诚 ]

(上接第 46页)

关的事物及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的 ,因此它又不能不说是一门地道的人文学科。当然 ,我们似乎不宜

将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割裂开来 (如德国的李凯尔特在其《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所认
识的那样) ,再来判断其科学属性。但历史学的确呈现出对象的人文性与方法的科学性并存的现

象 ,使得我们难于简单地将它置于人文或科学两只篮子里的哪一只。如果我们再想想马克思说过

的那句话 :“我们只承认一门唯一的科学———历史的科学”,那就更要谨慎从事了。

[责任编辑　周　珉 ]

Ó信息 Ó

“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变迁
———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在我校举行

　　2002年 9月 2日至 3日 ,“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变迁———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

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

究中心联合主办 ,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承办。举办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始于 2000年 ,旨在增

强三地校园学术研究风气 ,提高学生研究历史的兴趣 ,加强三地院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沟通。本次会议是

继广州、台北之后举办的第三届研讨会 ,得到了复旦大学校系两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参加这次会议的研究生近 60名 ,分别来自大陆、台湾、香港的 20余所知名大学及研究机构 ,其中大陆

学生近 30人、台湾 20人、香港 10人。围绕着“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变迁”这一主题 ,与会者

提交了 55篇论文 ,其中博士生论文 30篇 ,硕士生论文 25篇 ,内容涉及现代化与国际化进程中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教育、外交、妇女等问题。大多数论文观点新颖、资料翔实 ,学术水平较以往两届有明显的提

高。在研讨中 ,同学们更加注重学术规范 ,表现出一定的学术实力和潜力 ,得到与会专家的肯定 ,达到了举

办会议的目的。研究生们不仅交流了学术心得、学术成果 ,而且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共有六位同学参加了此次会议 ,他 (她)们提交的论文和在会上的发言得到了一致

的好评 ,代表了复旦大学研究生的整体水平。

这次会议引起了两岸三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许多学校的知名学者和导师亲自带队莅临复旦 ,并就论

文和会议发言给予评点 ;《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档案与史学》、《史林》等多家刊物派人与会 ,这必将

提高两岸三地史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兴趣 ,拓宽研究领域 ,从而有助于推进三地历史学的发展和青年史学

人才培养。

(宋佩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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